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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 “古苗疆走廊”
———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杨志强 赵旭东 曹端波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
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
“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
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
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

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关键词 古苗疆走廊 贵州建省 国家化 文化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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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约 1902 年至 1903 年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
影响深远的田野调查之旅。他回国后，于 1906 年出版了 《苗族调查报告》，1926 年，又出
版了《从人类学上看西南中国》一书。在后一本书中，鸟居龙藏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他
从湖南经过贵州至云南，再辗转到四川进行调查的一路所见所闻。在这本著作中，鸟居龙藏
对一路所见的西南非汉族群，如“黑苗”、“花苗”、“罗罗” ( 彝族) 等的体质特征和风俗
等都仔细进行观察并作了详尽的描述。除此之外，他还对途中所经之处看到的各地城镇的状
况以及在驿道上邂逅的商队、下宿的官方旅馆 “行台”等情形均有叙述并留下了大量珍贵
的照片。① 这些对我们了解百年前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及各地社会状况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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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 2012 年度国家民委重大委托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2010 年度贵州大学文科重点
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及“2009 年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创新团队建设”的资助。

参见 ［日］鸟居龙藏: 《从人类学上看西南中国》，富山房 1926 年版。原书为文言文体，1980 年
日本学者将此书文言体改写为日语现代文，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行记》之书名重版。现我们正在翻译注
释此书，并获教育部 2010 年人文社会科学后期项目资助，已近完成。



上述鸟居龙藏进入西南展开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所行路线都是过去连接内地与西南边

陲云南的驿道，这其中尤其是从湖南经贵州进入云南一路所走的路线，正是元明以后方开辟

的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最重要的交通命脉。可以说，从元明直到晚清的数百年间，这
条驿道一直是维系西南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大动脉。它起于湖南洞庭湖畔的
常德，沿水陆两路溯长江支流的沅江而上，经桃源、辰州 ( 沅陵) 、沅州 ( 芷江) 、晃州
( 新晃) 等地，进入贵州境内; 过平溪 ( 玉屏) ，然后在镇远改行陆路，经偏桥 ( 施秉) 、
兴隆 ( 黄平) 、清平 ( 凯里) 、平越 ( 福泉) 、新添 ( 贵定) 、龙里、贵州 ( 贵阳) 、威清
( 清镇) 、平坝、安顺、普定、安庄 ( 镇宁) 、关索岭 ( 关岭) 、安南 ( 晴隆) 、普安等地入
云南，再经平夷 ( 富源) 、沾益、曲靖、马龙、杨林 ( 嵩明) 至云南府 ( 昆明) 。按明代隆
庆年间 ( 1567—1572) 刊印的商书 《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载驿站间里程数计算，从常德至
昆明间的里程全长约 2600 里。如按文献记录中常以 “辰、沅、普安东路”来泛指此路，即
以辰州 ( 沅陵) 为该驿道之起点计算的话，其总长度约 2300 里。这其中，经过现今湖南省
境内的路段约有 670 里，贵州路段约 1180 里，云南省境内路段约 450 里。①

自元代统一西南后，云南省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又是扼守西南边陲的桥头堡，故

成为王朝政权的重点经营的地区之一。据研究，这时期有多条从内地入滇的驿道，其后形成
了最重要的两条通道: 一是自泸州经毕节至中庆道 ( 昆明) ，即从四川省泸州经叙永入云南

省的威信，再经贵州省的毕节入云南宣威、曲靖、马龙等至昆明，文献中亦称为入滇 “西
路”。二是自湖广辰 ( 州) 、沅 ( 州) 经普安至中庆道，元代至元二十八年 ( 1291) 开通此
道，走向是自湖南沅陵入贵州镇远，经黄平、贵阳、安顺、普安、盘县入云南曲靖等地至昆
明。② 这条驿道在文献中亦称为湖广入滇之 “东路”。因这条驿道所经之地为各行省之间交
叉的边缘模糊地带，加上沿线周边多是土司控制或非汉族群分布的区域，驿道就犹如一条孤

线将湖广与云南勾连起来，故明代以后的文献中又常冠以 “一线路”之称。
明初，将元代在现今贵州省内设立的 “八番顺元宣慰使司”改为“贵州宣慰使司”，其

地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辖区，或为大姓土司及众多小土司所控制，或为完全摆脱土司和朝
廷控制的“化外”之“生苗地界”。如现贵州省西北部直至中部的大片地区为彝族的安氏土
司的地盘; 北部现遵义地区为播州土司之辖地; 东部及东北部地区为思州及思南土司控制，

而分属于珠江和长江流域上游水系的都柳江和清水江之间，即现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范围内则为“生苗”盘踞的地带; 黔南和黔西南一部则为广西泗城土司控制，或为 “生苗
地界”。明初为征服云南省梁王的割据势力，朱元璋派傅有德等率 30 余万大军，于洪武十
四年 ( 1381) 分道从泸州经乌撒的“西路”及湖广辰州、沅州经黄平至安顺的 “东路”进
军云南。平定云南后，朱元璋深忧安氏、乌撒、乌蒙、芒部等地土司叛服不常，阻塞道路，

—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2 年第 2 期

①

②

参见杨正泰: 《明代驿站考》附录《一统路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1—212 页。
另: 明代每“里”约合为今天的 570 米。以上里程数为我们按照《一统路程图记》中所载驿站间里程数算
出。此外，按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载: “晃州 ( 今湖南新晃) 至平夷 ( 今云南富民) 十八站，每站虽云
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故实际里程数可能多于上
述统计，正确里程尚有待今后的实地调查。

参见方铁: 《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1 期。



“虽有云南，不能守也”。① 故入滇大军沿湖广至安顺通道入滇之际，即开始 “沿途设
堡”。② 并谕令归顺的乌撒、乌蒙等各部土司: “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
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③ 同时在洪武十五年 ( 1382) 在贵州设置了省级最高军事
单位“贵州都指挥使司”，开始在各入滇驿道上陆续建立卫所。明永乐十一年 ( 1413) 以平
定思州土司叛乱为契机，正式设立了“贵州省” ( 贵州布政使司) ，将思州、思南土司辖地
析为铜仁、黎平等八府，并领州县若干及数十个土司辖地。这时分布在贵州布政使司领内各
驿道旁的卫所，已有 18 卫，其后在省内前后共设置 30 卫之多。
可以说，当初贵州省之设立，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通往云南驿道的安全。而其中又尤以保

护由湖广辰州至贵州普定，东西横跨贵州中部入滇的所谓 “东路”为主。如此一国政府为
保护一条交通要道而专门设置一省级单位这样的重大举措，即使从世界范围内看，也可谓罕

见之举。对此明代的官方文献曾有明确表述: “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
也。黔之设，专为滇设，无黔则无滇矣。”④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 ( 1547—1598 ) 在其
《广志绎》一书中亦云: “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 ( 贵州) 线路，初本为滇之门
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⑤ 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贵州之建省，乃是为保障入滇
“东路”之安全的“非得已”之举。而这实缘于贵州在西南地区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之所
然。对此清初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过颇为生动的描述: “贵州之地，虽偏隅逼
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
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
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抚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
也。所谓以守则固矣。”⑥

乾坤几经嬗变，一线横贯东西。几百年来，当初国家政权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开辟
出来的这条“官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由湖广入滇的驿道变成为湘黔滇公
路，其后又建成了湘黔滇铁路。但无论怎样，这条连接三省的交通要道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
性从未褪色和中断过。回顾明清以来的历史，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 “国家化”过程，汉移
民大量移入及其文化的渗透影响，“苗疆”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的形成及 “改土归流”
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与这条驿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数百年历史的连续不间
断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各地汉族移民的大量移入和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

渗透，除了在驿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积淀外，在汉文化这一坐标系上，各个非汉族群

因所受影响不同，也形成了具有显著地方或族群特色的文化个性。而民族及族群间的互动关
系也频繁而复杂，如现今中国“待识别民族”中的 90%以上都分布在这条驿道及其周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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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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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洪武实录》卷 141。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 《明实录贵州资料录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参见 ( 民国) 《贵州通志》卷 2，贵州文史馆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 页。
《太祖洪武实录》卷 142。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 《明实录贵州资料录辑》，第 1 页。
( 民国) 《贵州通志》卷 2，第 521—522 页。
( 明) 王士性: 《广志绎》，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333 页。
(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 120《贵州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526 页。



域。由此也可看出，长期历史过程所造就的深厚文化积淀、多样性及族群 /民族关系的复杂
样态，已远非可以用局部视野或单一学科来覆盖了。①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在这里首次提出 “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旨在从地域及社会空
间的整体视野出发，关注这个以特定的交通线路为中心形成的、呈线性或带状相连的地域范
围内，通过对分布在这一特定地域内的国家与民族、族群社会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从多学科
角度探讨地域内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各族群 /民族文化间的共生及相互影响等。以下
我们拟对这一概念之内涵加以若干探讨与界定，并就其特点等进行一些初步的总结，以见教

于同仁。

二

就本文所提起的“古苗疆走廊”而言，从地域空间上看，主要指的是明代以后正式开
辟的起于湖广常德，经辰州 ( 沅陵) 、沅州 ( 芷江) 等地，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入滇
“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涉及数万平方
公里面积的狭长地带。但明清前旧有的经贵州西北入滇 “西路”驿道，明代徐霞客从广西
经贵州都匀北上与“东路”驿道相连接的 “南线”，以及从贵阳经遵义入川的 “北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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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元明清时代在西南地区驿道交通及其作用等，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若干梳理及研究，然
这些研究对贵州段线路多一笔带过，且大多限于从交通史或历史地理变迁等角度展开，注重驿道上的物流

形态、过程或对政治经济带来的影响，从动态角度对驿道沿线地域内的文化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积淀进
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相关论文见陈庆江《明代云南东西交通线上政区治所城镇的城池》 ( 《中外关
系史论丛》，云南大学 2001 年版，第 432—440 页) 、《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 ( 《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2006 年 6 月，第 18 卷第 2 辑) ，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 ( 《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2009 年第 1 期) ，都杰《宋至清代 ( 1840 年以前) 滇黔桂交通研究》 (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
2010 年) ，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西南资源东运工程》 ( 《清华大学学
报》2006 年第 4 期) 等。对贵州省的建省背景、地理位置与驿道交通的关系，亦有学者关注而屡有论及，
这些研究多从政治、经济等层面探讨驿道的开辟及其相关影响，但仍然缺乏以“驿道”为切入点的地域空
间的整体视野，而关注随驿道开辟对周边地域社会的多重影响等的相关研究成果亦不多。近年来，有的学
者开始关注到驿道对西南地区的“国家化”及城镇格局形成带来的重要影响。如孙兆霞提出了“通道”概
念，认为正是因为驿道 ( “通道”) 的打通，才使得国家力量和汉族移民渗入到贵州这一“蛮荒之地”，导
致了新的民族关系的建构和城乡一体分布格局等的出现。汤芸等则从贵州省城镇体系发展过程关注到驿道
沿线分布的卫所与城镇分布格局之间的关系，指出贵州城镇体系格局的形成，实因于明代分布在驿道沿线

的卫所。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驿道与某些局部问题或领域之间的关系，尚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相关论文参见史继忠《贵州置省的历史意义》 ( 《贵州民族研究》1997 年第 3 期) 、《驿道提升贵州战略地
位》 ( 《当代贵州》2011 年 4 月上第 10 期) 、《试论贵州省的形成》 (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移民大潮推动贵州开发》 ( 《当代贵州》2011 年 4 月下第 12 期) ，范同寿《清末贵州交通的发展》
( 《贵州文史丛刊》1997 年第 7 期) ，王继红 、罗康智《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 ( 《贵州大
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 ，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年 3 月，第
19 卷第 1 辑) ，孙兆霞、金燕《“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 ( 《思想战线》2010 年第
3期) ，汤芸、张原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0 期) 等。



否可视为广义上“古苗疆走廊”的组成部分，尚待进一步讨论。

“古苗疆走廊”示意图

在前近代时期，“苗”和“夷”一样，曾经是中国南方，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非
汉族群的泛称之一。从清代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对这一区域的非汉族群多冠以 “苗”之称
谓，因其族群种类多种多样而有 “百苗”之称，故历史上所称的“苗”，不仅包括今天的苗
族，也涵盖了所有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而 “苗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是在
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自明季开始，“苗”逐渐取代过去的 “蛮”成为
汉民族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由上述王士性 《广志绎》所载 “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
安两千里，总称曰‘苗’”，可知“苗”最初作为泛称出现的地域，可能就始于辰沅至普安
段“一线路”之周边地区。① 其后“苗”之指称范围逐渐扩大至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
而“苗”之分布地域，也称之为“苗界”或“苗疆”。清代以后，“苗疆”已成为一个重要
的地缘概念，其范围涵盖了贵州全省及周边省份的邻接地带。由此可以说，“苗疆”这一地
缘概念的形成，恰好是和上述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明代以后
随着“一线路”驿道的贯通，国家权力和汉族移民才得以深入到这一 “蛮荒之地”，并和当
地非汉族群关系发生了近距离的交往。在对各个“苗种”社会有了更具体认识的同时，“苗
疆”这一概念也逐步形成并呈现出扩展之趋势。故我们对上述驿道冠之以 “古苗疆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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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明) 王士性: 《广志绎》，第 334 页。



之名，由上述两者间的内在因果关联而来。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 “民族走廊”概念以来，将族群 /民族的流动迁徙、

互动认同以及文化特征等问题置于某一地理空间视野下进行考察，即 “地域 +民族”的研
究范式，一直成为民族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所谓的 “走廊”，在地
理学上原指的是连接两个区域中间的狭长地带。而 “民族走廊”则多指的是民族或族群长
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 ( 如河流或山脉) 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过程中，在相关线路上保留下

来的历史文化积淀。② 在这些研究中，“藏彝走廊”、“河西走廊”、“武陵走廊”等地域概念
对“走廊”之界定所强调的侧面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认同 “走廊”式的山川地理地貌特
征对族群迁徙流动及族群关系和文化等的巨大影响。与此相对，“古苗疆走廊”在明代以后
常称为“一线路”，而这里所谓的 “一线”并非是依地理走势 “自然”形成的。可以说，
它最初就是在国家军事政治力量等的强力介入下，以交通线为中心，将平原、丘陵、山地、
高原台地等不同地貌相勾连，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

留了大量历史积淀、呈带状相连的区域。这种类型的 “走廊”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各
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山川形势等自然地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则居次要地位。
因此，也可以说，“古苗疆走廊”一开始就是在强烈的国家意志下被开辟出来的一条

“官道”。这也彰显出和以往“茶马古道”、 “南方丝绸之路”这样的自然形成的 “商道”，
或如“民族走廊”这样的依地理山川走势形成的交流线路的不同之处。当然，交通驿道体
系的建设为历代王朝权力维系其统治必不可少之一环节，因此驿道在广义上都可称为 “官
道”。然而，像“古苗疆走廊”这样，不仅是连接 “边缘”与 “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
而且对所经周边地域及族群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历史文化遗存不
仅厚重、多样，并且各文化间的交融及影响持续数百年仍保持着其鲜活形态，此种情形实不
多见。在此，我们就“古苗疆走廊”之特点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首先，“古苗疆走廊”的开辟及随之而来的贵州建省，对推进整个西南地区的 “国家

—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2 年第 2 期

①

②

现学界一般把“苗疆”区分为狭义的“苗疆”和广义的“苗疆”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专指明
至清代早期尚属于“化外之地”的现黔东和湘西相交的腊尔山一带的“生苗地界”，即所谓的“湖南苗
疆”。这是“苗疆”之称谓最早出现的地域。另外一片“苗疆”地域则为贵州省清水江与都柳江之间，包
括现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境内的台江、榕江等县，即所谓的“千里苗疆”。清初这里尚属于既无流官控制，
又无土司管辖的“生苗地界”。清雍正年间“开辟苗疆”以后，在此设立了“新疆六厅”，文献中亦称为
“贵州苗疆”。狭义上的“苗疆”所指多偏重从政治及文化层面上的“王化”与“教化”的关系展开。广
义上的“苗疆”范围则较为模糊，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使用，既指贵州全省，有时也包括相关的邻接
地区。如《清世宗实录》卷 147 雍正十二年条中就有“云、贵、川、广等苗疆地方”。 ( 民国) 《贵州通志
·前事志》卷 3 亦辑录了一些相关材料 ( 见第 156、158、176、184、185 等页) 。另凌锡安《咸同贵州军事
史》一书中引同治年间曾任贵州巡抚的曾璧光奏折云: “查黔省十二府，四直隶厅州，均属苗疆。”此外，
“苗疆”最早出现时期及所涵盖的具体范围尚无专文梳理，贵州大学林芊先生认为明代仅有“苗界”而无
“苗疆”之说，“苗疆”主要是出现在清代以后。但无论怎样，贵州省始终是“苗疆”的腹地，大致是可以
肯定的。

参见李绍明: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 页。



化”或“内地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① 明初征云南后，在驿道沿线设置卫所，以
图固守。贵州建省之前，明王朝就先于明洪武十五年 ( 1382) 建立了省级军事单位 “贵州
都指挥使司”，沿驿道设置了 18 卫、2 所。贵州建省后，据研究，前后设置在贵州省内的卫
所共有 30 卫、140 余所，其规模远远超过为这条驿道所连接的云南与湖广。② 按明初洪武
六年 ( 1373) 全国的卫所兵力约有 170 万人计算，驻扎这里的卫所军队数量约占了当时的
近十分之一。③ 这些卫所除铜鼓卫 ( 现锦屏县) 、五开卫 ( 现黎平县) 外，都分布在驿道沿
线，而其中除“西四卫”驻守在入滇旧路的 “西路”，和 “都匀卫”驻守在广西进入贵州
驿道上外，其余都集中在辰沅经普安入滇的 “一线路”上。由此也可看出明王朝对这条驿
道重视之程度。从明代直到清雍正年间，朝廷对 “苗疆”内的土司及少数民族多次用兵，
其背景都与因其“阻塞官道”有关。而中原王朝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如明代
“苗疆边墙”的修筑、清初大规模的 “改土归流”以及 “开辟苗疆”等等，也无不与维护
这条“官道”的安全通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总的看来，整个明代，王朝权力在贵州的统
治基本上采取的是“守势”策略，即以维护交通驿道的安全为中心而无暇顾及其他，“夷多
汉少”的状况并未改观。到了清代，国家权力便依托“古苗疆走廊”不断向周边地域渗透，
将这些地区置于其直接统治下，大量汉族移民也随之涌入 “苗疆”及西南边陲，由此 “内
地化”进程急剧展开。可以说，“古苗疆走廊”不仅是维系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并
且对整个西南边疆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 “国家化”过程都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只
是目前从这一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其次，自国家权力用政治军事力量强力打通 “古苗疆走廊”后，从某种意义上看，它

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形成了一条穿越了众多 “异文化”即
非汉族群分布地域的狭长的 “汉文化走廊”地带，并不断影响和辐射周边地区。
贵州在建省前，一直是众多非汉族群密集分布的地域。明代通过 “军屯”、“商屯”及

“民屯”等移入了近百万汉族移民，并在卫所的基础上开始筑城，出现了贵州省的第一批城
镇集群。④ 但明代终其一朝，汉人主要仍沿驿道线分布。“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
苗”。⑤ 而驿道上移动的也主要是过往行客，“黔之往来居十之四，滇之往来居十之五，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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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里所谓的“国家化”，在前近代时期“华夷之辨”结构下，实际上具有两层不同的内容。一是
“王化”之过程，体现为是否接受王朝权力的政治统治，大致可分为直接统治 ( 流官) 和间接统治 ( 土官
或藩属) 两种类型。其政治边界构成了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二是“教化”过程，即汉文化在地理空
间上的实际扩展边界，而这往往与汉移民的流动迁移有关，由此形成了两条并非完全重叠的“边界”。因
此，传统中华帝国政治统治的疆域内实际上包含着政治“一体”及文化“多元”这一多重“华夷次序”
在内。相关论述请参见杨志强《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朝中后期“苗疆”社会中“非苗
化”现象的思考》 ( 《贵州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

参见陈国安、史继忠: 《试论明代贵州卫所》，《贵州文史丛刊》1981 年第 6 期。
参见方志远: 《明朝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中国明史学会编: 《明史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

1993 年版，第 35 页。
参见钟铁军: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中国历史地理》2004 年 3 月第 19 卷第 1 辑; 王东

民: 《贵州的古城》，《贵州文史丛刊》1989 年第 8 期; 汤芸、张原等: 《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
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0 期等。

( 明) 王士性: 《广志绎》，第 325 页。



蜀之往来居十之一”。① 至明代后期，卫所荒废，军户流失和逃亡现象严重。明崇祯十一年
( 1638) ，徐霞客在游至贵州安顺、关岭一带时，对此曾感叹: “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
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三卫之西 ( 指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 ，为水西所苦。其
东又诸苗杂据，唯中一通道行耳。”② 也就是说，到了明代晚期，国家权力仅能勉强维持这
条驿道的通行。到了清代，在康熙年间经历了 “三藩之乱”后，贵州全省各地的在籍人口
就仅余万余人。其后随着王朝权力统治的安定化，从康熙至雍正年间，对土司地区开始实施
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一些不服王化亦无土司统辖的 “生苗地界”，则直接采取军
事征服的手段“开辟苗疆”; 在各非汉族群分布地区推行府州县制的同时，又开辟疏通了一
批新的水陆交通线，形成了以 “一线路”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乾隆时期，受内地汉族人
口剧增的压力影响，大量汉民开始自发流入 “苗疆”各地。而横贯贵州省中线的这条 “古
苗疆走廊”也成为湖广等内地汉民进入西南的主要通道。随着汉民的大量移入，至乾隆晚
期，贵州省的在籍人口已从清初的万余人猛增长到 500 余万人。③ 这其中，除了自然增长和
在非汉族群地区普遍推行户籍制度外，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人口造成的。因此可以说，“古
苗疆走廊”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汉人移入西南的 “人流”大动脉。并且以这条 “走
廊”为中线呈现出“一线分南北”之势，即王朝权力的政治与文化的 “华夷”界线在地域
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布特征。如明代后期，以这条走廊为界线，以北大多 ( 不含黔西
北部) 为接受“王化”的“熟苗”，以南则多为 “生苗”地界。至清代中期后，随着汉民
的移入，走廊一线以北逐渐成为汉区，在乾隆初期即形成了 “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
苗居中间”之分布格局; ④ 清道光年间，随着汉人的剧增，以往的 “生苗”、“熟苗”称谓
逐渐消失，官府对其治下的臣民大多区分为 “民”、“苗”这两个不同范畴。而这大体上也
是以“古苗疆走廊”为界构成南北两大区域，以北多为汉区 ( 除黔西北和黔东北部分地域
外) ，以南则多为“苗”之分布地域。这种民族 /族群在地域空间上呈现的南北分布格局一
直延续至今。现今贵州省的三个民族自治州，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均分布在 “一线路”以南地区。由此愈加凸现 “古苗疆走
廊”在地域及民族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
第三，“古苗疆走廊”也是一条以“移民文化”为其特色的文化走廊，它跨越了众多非

汉族群分布的地域，并且至今仍然是汉族与非汉族群在文化上频繁交汇和相互影响的交界地

带。数百年文化间交汇的历史，在这条走廊沿线不仅留下了深厚的积淀，也造就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事像。从贵州省全域来看，城镇大多是在原卫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城镇分布的密度
以及汉文化积淀最为集中的地域事实上也正是沿 “古苗疆走廊”呈带状分布。如镇远青龙
洞古建筑群、黄平飞云崖、贵阳青岩古镇、安顺孔庙以及各地遗留的各省移民会馆等。在地
域文化上还有诸多流传在各地民族民间社会中的傩面具、地戏、军戏以及花灯戏等。其中安
顺明代移民后裔“屯堡人”中流传的地戏，其中心在安顺，并一直延伸到云南澄江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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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明) 李化龙: 《黔省善后事宜疏》，( 民国) 《贵州通志》卷 2，第 522 页。
( 明) 徐弘祖: 《徐霞客游记》，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8—279 页。
参见 ( 清) 嵇璜等: 《清朝文献通考》卷 19《户口》，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参见 ( 清) 《杨名时奏陈绥定苗疆之策折》乾隆元年五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

民大学清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馆编: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 ( 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 年
版。



本上也是沿这条走廊带传播分布。此外，各地非汉族群社会在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既
深受汉文化的熏染，同时又因地域或族群的不同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多样性特征。如黔东
的侗族社会，其“侗戏”形成与发展，就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且侗语基本上也是
以这条走廊为界分成南侗与北侗两个方言区。而在汉族社会中几乎无人不晓的 “苗疆”之
“蛊毒”言说，事实上最早文献记录也是出现这条走廊地带与汉人社会往来密切的一些非汉
族群社会中，如“仲家苗” ( 布依族前身) 等。在这一地域一些汉族社会、包括部分少数民
族社会中至今流传的“调南征北”、“安屯设堡”，以及祖籍来自 “江西”等传说，显然也
是受到后来汉移民文化的影响。此外，沿着“古苗疆走廊”，汉文化对走廊的周边非汉族群
社会的影响，空间上距离愈远，也呈现出递减趋势。现今贵州省所谓的 “原生态”文化最
集中分布的地区，大多就位于像月亮山、雷公山等这样的远离走廊或地理阻隔的偏僻之处。
第四，“古苗疆走廊”上频繁的人口及文化的流动，也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 /族群关

系。历史上，在这条走廊上移动的不仅有汉族移民，也有不少非汉族群沿这条通道迁徙移
动，造就了复杂多样的族群认同的 “边界”。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国家重新进行 “民族
识别”的过程中，云南省及贵州省内要求重新进行民族身份识别的大多数群体都分布在这
条走廊线上。以贵州省为例，要求重新进行 “民族识别”的群体最初共有 80 多个，后被归
并为 23 个，有 90 余万人。① 这其中除 “长袍瑶”、 “六甲”等少数外，大多数都分布在
“古苗疆走廊”的沿线条状地带内。如贵州西部地区的 “七姓民”、“卢人”、“羿子”、“南
京”、“穿青”、“蔡家”、“喇叭”、“里民”，以及东部地区的 “木佬”、“革家”、“东家”、
“西家”、“绕家”等。其后经过识别和归并，贵州省的 “世居”少数民族增加到 17 个，但
仍有“穿青”、“革家”等“待识别民族”近 80 万人全部分布在这条走廊沿线，占今天全国
“待识别民族”人口总数的 90%以上。从上述这种情况也可看到，正是由于 “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频繁的人口移动，以及族群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造就了族群间这种复杂认同边界的形

成。回顾过去，一方面，自明代以后，随着 “内地化”进程的展开和汉民的移入，一些非
汉族群社会除了依其语言、服饰种类或婚姻圈等文化要素来划分其 “传统的”认同边界外，
同时依汉化程度的高低，将 “华夷之辨”这一二元结构图式进行自我内化和再现，建构起
了新的族群认同边界。② 另一方面，即使在汉人社会中，明代军屯、民屯后裔 “屯堡人”、
“穿青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后来移入的 “客民”之间的隔阂，都对其后的 “民族识别”
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古苗疆走廊”沿线地带不仅在文化上兼具地域 “共性”及
族群“多样性”特点，并且历史上剧烈社会变动背景及族群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了汉族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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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 23 个要求进行“民族识别”群体分别是: 六甲、七姓民、卢人、羿子、龙家、南京、穿青、
蔡家、喇叭、里民、木佬、革家、东家、西家、绕家、三撬、下路司、刁族、长袍瑶、莫家、油边瑶、神
州人、扬黄。参见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识别办公室编: 《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一集，1987 年印，第
203 页。

有关“苗疆”内一些非汉族群在清中后期出现的“非苗化”现象及其具体内容，可参见杨志强
《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朝中后期“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一文内容。其
中提出了“结构再现”之观点。认为一些非汉族群在汉化过程中，也会依照主流社会文化中一些具有结构
性特征的话语体系 ( 如“华夷之辨”等) 进行自我再现和新的族群边界的构建。即同在“苗种”社会中，
汉化程度高的族群往往歧视那些比他们“野蛮”的族群，或居住在平地水边的“平地苗”歧视居住在山上
的“高山苗”等。



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形成的多重认同边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在当
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独具特征的。因此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考察历史上
“古苗疆走廊”这一地域范围的民族 /族群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不仅对加深理解中国独特历
史背景下的“民族”或“族群”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在族群理论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
研究所关注的热点和前沿的今天，对建构起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族群理论观点，消解西方话

语霸权的垄断和“问题殖民主义”的影响，也不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展开学术实践活动的
资源宝库。
第五，在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 “朝贡体系”下，“古苗疆走廊”还是一条连接中国与

东南亚的重要国际通道。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 《黔游日记》中，曾记录了他在安顺附近
查城驿道上见到大象和 “象奴”路过的情景。① 另据我们了解，在黔东南凯里 ( 明代的清
平) 附近的苗寨中，今天依然还存有当时供缅甸等国朝贡的大象休息的 “象亭”遗址。而
在有“黔东门户”之称的镇远，在县城东横跨舞水的祝圣桥魁星阁上，现今还挂着书有
“劈开重译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之对联。② 只是囿于我们知识水平所限，加上目前甚少看
到相关的研究著述，故在此仅提起这一问题，尚有待今后学人的进一步挖掘研究。我们相
信，今后对于“古苗疆走廊”作为国际通道的定位这一问题展开相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
倘有所获，对现今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

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将对西南地区与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域，
并且对推动以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也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通过“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与学术研究，把它作为世界新文化遗产类

型——— “文化线路”的重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促进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及经济
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始将 “文化线路” ( Cultural Route)

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类型中，强调其作为 “动态”的无形文化遗产价值，以区别于以往的
“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遗产”等有形遗产。③ 2008 年 10 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第
16 届大会上通过的《2008 文化线路宪章》中，对“文化线路”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强调其
“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以及“动态特性”等具体特征，并指出: “通过把文化线路理解
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间同一系列文化交流的动态要素，我们才能将其遗产资源置于真实的空

间和历史范畴中去理解。” “文化线路把多样性的地理和遗产资源连接起来，形成独特的整
体。文化线路及其环境与不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相关联，构成文化线路的各部分，并由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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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 明) 徐弘祖: 《徐霞客游记》，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5 页。
镇远祝圣桥建于明代，桥上的魁星阁则为清代所建。百余年前日人鸟居龙藏经过镇远祝圣桥时，

抄录了魁星阁上的这段对联。横批为“阿山柱石”，左联为: “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榨斗出”，右联为
“劈开重译路，缅人骑象过桥来”，现经修复过的对联将横批改为“河山石柱”，将“榨斗”改为“撑斗”，
似有误。

参见李伟、俞孔坚: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城市问题》2005 年第 4 期;
刘修兵: 《文化线路成我国遗产保护“新宠”》，《西部时报》2009 年 4 月 17 日，第 9 版等。



过地区和区域的不同而展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征。这些不同地段丰富多样的景观也塑造
了文化线路整体的多样性特征。”① 从“文化线路”有关的定义中可看到，它注重的是在某
一地域空间下文化的流动性及其相互影响，各个看似孤立的景观、遗址等有形物质遗产被置
于相关的无形文化背景中而连为一体，“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或仍在继续生成相关
的文化要素”。② 在这一理念下，即使已消失或遭破坏的一些文物景观或遗存，只要其背后
的无形文化的脉络继续存在或得到认可，也可进行人工复原而无妨其作为 “遗产”存在之
价值。上述“文化线路”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理论的诠释，一方面，反映出当今世界对特
定地域空间内的不同民族 /族群间文化交流互动现象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与人类学的结构主
义等理论乃至现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类思维及文化景象背后的各种 “关系”的思考
深度契合在一起; 而“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遗产类型被列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框架中，
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及文明古国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文化线路”问题已
引起了国内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从多维度对这一问题进
行理论探讨的同时，把“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蜀道”等作为 “世界文化线路”遗
产的论证和申报工作也正在积极推进之中。③
就本文所提起的“古苗疆走廊”而言，历史上这条穿过湘、黔、滇三省的古驿道不仅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曾对西南边疆地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还在沿线地区遗留下大量的有
形和无形文化遗产。除汉族外，“古苗疆走廊”穿越的沿线地域内至今还有 20 多个民族 /族
群分布其间，民族间的文化现今仍处在频繁互动交流中。此外，如果以湖南省常德市为起
点，云南省昆明市为终点，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为单位统计的话，这条走廊穿过了 31 个县市，
涉及 7 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其间生活着 2400 余万人口。因此，“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
的提出，也可为包括贵州省在内的西南地区今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以贵州省为例，自 2002 年《贵州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制定颁布以来，以旅游观光作为

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已成为共识。2010 年，贵州省的旅游总收入已突破千亿元大关。④
但此前在对贵州省的旅游资源的讨论和定位中，除 “喀斯特地貌”等自然景观外，对 “文
化”资源的认识，多集中在“民族风情”、“红色文化”、“夜郎文化”等层面，现今则更多
地侧重于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宣传与开发。⑤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一直缺乏对贵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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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2008 文化线路宪章》对“文化线路”的定义为: “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
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线路可称
为文化线路: 1，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
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 2，必须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
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 3，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参见
2008年 10 月 4 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通过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转引自
丁援: 《文化线路: 有形无形之间》，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7—93 页。

姚雅欣、李小青: 《“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文物世界》2009 年第 1 期。
参见《云南茶马古道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福建工商时报》2009 年 8 月 7 日; 单霁

翔: 《积极推动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工作》，《中国文物报》2011 年 9 月 16 日等。
参见《贵州旅游总收入首破千亿元 ，比 2009 年增长 30% ，全年接待人数达 1 亿》，大众网

( www. dzwww. com) 以及 www / /blog. sina. com. cn /s /blog_ 485dcc670102dtt6. html? tj = 1。
参见《稳步推进贵州旅游，倾力打造旅游大省———贵州省副省长包克辛访谈录》， 《当代贵州》

2004 年第 8 期。



化“主体性”地位问题的深度思考与认知，在谈及 “移民文化”之际，仅将 “屯堡文化”、
“傩文化”、“安顺地戏”等进行点状罗列，有的甚至将其视为 “外来文化”。① 事实上，如
果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斓的 “外衣”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上
由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以及 “古苗疆走廊”上的 “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
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才真正构成了贵州的 “脊梁”。
此外，通过仔细阅读和参照《2008 文化线路宪章》有关 “文化线路”的相关定义及各

项指标，可以看到，其与“古苗疆走廊”沿线的文化景观、民族 /族群间的文化互动等有着
颇多重合之处。其实，现今对过去 “苗疆”境内的古交通驿道，有学者已敏锐捕捉到其作
为“文化线路”遗产的潜在价值，如娄清在《保护贵州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一文中就
指出，应将“文化线路”之概念运用于对清水江等河道以及古驿道、古盐道等文化沉积丰
富地带的保护工作，通过深入普查、整理和研究，整体拓展贵州文物保护的思路。② 就本文
提出的“古苗疆走廊”今后在文化产业开发中潜藏的巨大价值，以及作为世界 “文化线路”
遗产申报的可能性等问题，我们在此仅提供一些初步看法，尚有待今后专家和学者进一步探

讨。
其次，从学术层面看，自清末中国开始近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建构以来，“民族”一

语始终与“国家”一道，成为不同场合下各种表述的核心话语之一。其中素有研究 “异文
化”传统的西方人类学从进入中国伊始，就被赋予建设 “民族国家”之使命而具有强烈的
“领土向度”———地理空间上的领土“界线”也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边界及外延。在这一
背景下，以往的人类学 “殖民地”研究传统被置换为 “边疆研究”或 “边政研究”; 而
“异文化”则被转换成“少数民族文化”，同为 “中国国民”的非汉族群在这过程中不自觉
地被异化成了文化上的 “他者”。另一方面，对“民族”话语的强调，使得我们一旦进入民
族地区，就惯于偏重从“族群”或“民族”视野去审视诸相关问题而忽视了 “地域”基础
上的文化相似性或整体性问题。③ 这样一来，一些具有地域 “共性”的文化特点或器物往
往被人为地分割为“民族的”文化符号，从而使地域性的文化特点被漠视甚至被消解。
西南地区素以民族构成复杂和文化多样而著称。全国 56 个民族中，除汉族外，有 30 多

个少数民族分布在西南地区。许多民族不仅内部支系众多 ( 如苗族、彝族等) ，并且分布上
也呈现出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分散状态。在这里，所谓的文化的 “多样性”，并非只是以
“民族”为单位而更多是表现在民族内部各支系、亚群体，甚至是不同服饰种类或婚姻圈
中。同样的，受强势汉文化的影响程度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少数民族社会在沿着汉文化坐标
轴“进化”过程中形成差异，从而出现有别于 “原生态”的另一层面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布上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区域，但从广阔地域空间视野
上看，大多又是处在交错杂居的状态; 各民族相同或相似的自然环境中，长期互相交往，相

互影响，在文化上也形成了诸多相似的共同特征。这种跨 “民族”或 “族群”的、具有地
域特点的习俗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可谓 “俯拾即是”。如婚姻习俗中的“行歌坐月”、“父子
连名制”、“姑舅表婚”等; 制度习俗中的 “合款”以及物质文化中银饰、铜鼓、芦笙、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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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鸿儒: 《贵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转换》，《贵州社会科学》2003 年第 9 期。
参见娄清: 《保护贵州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中国文化报》2008 年 2 月 17 日。
本文在此讨论的“民族”一语，从内涵上应包括了“Nation” ( 民族) 和“Ethnic” ( 族群) 这两

层含义在内。近年，对如何界定这两个概念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因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故从略。



绣、蜡染、杆栏式建筑等等。其实，对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中一些具有普遍共性的物质
或精神的文化要素，在近代人类学者最初涉足这一区域之际，就有所认识。日本学者鸟居龙
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就把“纹样”、“芦笙”、“铜鼓”视为南方非汉族群具有的
共同特征。① 然而，现今各民族的学者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概括与表述时，往往依 “民族”
为单位将这些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器物进行主观分割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
到，“合款”制度及习惯法被苗族、布依族、侗族学者分别表述为自身特有的社会组织形
式，“铜鼓”成了壮侗语族文化标志，“芦笙”和 “银饰”变成了苗族的代表性器物，蜡染
则归之于布依族的特色。事实上，上述“民族文化”或 “民族精神”的象征标识，如芦笙
在苗族中既非普遍存在，而且在相邻的侗族、水族、彝族中均可见到，而铜鼓在黔东南苗族
的一些村寨中至今仍视为重宝。换言之，在过于强调以 “民族”为单位的表述体系下，基
于空间维度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被转述成彼此泾渭分明之 “想象”，民族间
的“边界”被不断固化，差异亦因之被扩大化。
通过“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将 “民族”或 “族群”置于一个整体的地域空间下

加以考察，在关注不同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同时，对同一地域空间下不同民族或

族群间的互动及依存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上形成的 “地域文化”现象也要给予充分的注意。
“古苗疆走廊”历史上曾是连接 “内地”与 “边疆”的一条重要纽带，在沿线的周边地域
中，各种社会、文化、族群等的关系显得尤为错综复杂。直到今天，在已有 600 年历史的
“古苗疆走廊”这条呈条状形的地域内，国家权力推行的“内地化”政策和汉文化的强烈辐
射并没有泯灭掉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的文化，反而在 “汉文化”的普遍影响之底色上，折
射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并以其鲜活之形态保存至今。因此，把 “古苗疆走廊”
置于一个广阔的研究视域下展开，不仅限于人类学，并且也可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语言

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农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参与，
提供一个具有广泛可能性的共同研究 “平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不仅可以在方法

论上开启西南地区地域与民族研究的新视域，为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学科提供共

同的参与平台，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构架和话语体系; 还可以

以“文化线路”为切入点，关注“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的古驿道、古建筑等 “文
化景观”的保护及修复工作，挖掘和整理各地相关的历史记录、口头传承、族群文化、风
俗及仪式活动等无形文化遗产。如此不仅可为政府的旅游开发战略拓展思路，并且最终还可
推动“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申报工作，让 600 年历史的文化走廊华
丽转身，重现光芒。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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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鸟居氏所谓的“苗族”在很长一段时期曾是南方非汉系族群的泛称。1902 年至
1903 年间，鸟居龙藏在经过了实地调查后，第一次提出应把“苗族”区分为“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
苗族”这两个范畴，前者作为与“汉族”、“印度民族”并列的亚洲三大“基础人种”之一，涵盖了众多
的族群在内，而后者则被视为“纯苗”，仅包括“青苗”、“红苗”、“黑苗”、“白苗”、“花苗”和“仲家”
( 现布依族)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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